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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揭示了由资本统治的现代社会总体性历史过程的起源性与有限性。在20世纪，英

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则以绝对主义为理论锚点，开辟了以国家统治阶级之间的力量斗争为原动

力的资本主义起源政治研究视域。通过对比二者在资本主义起源的图式、动力、历史外延方面存在的差

异可知，安德森经济学视野的缺失使其再度陷入了资本主义自然化的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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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classic works, Marx revealed the origi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otal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
ern society dominated by capital.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Marxist Perry Anderson, using abso-
lutism as his theoretical anchor, pioneered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driven by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es of the state.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the schema, driving forces, and historical scope of the origins of capi-
talism reveals that Anderson’s lack of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led him back into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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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掀起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数次论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多布

–斯威齐之争”与“布伦纳之争”。多布主张运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及发展，

他认为以农奴制内在矛盾为根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斯

威齐则主张是商业发展，而非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农奴制生产方式才创造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全新生产动

机。罗伯特·布伦纳则批判吸收了多布与斯威齐二者的合理部分，着重强调是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

或称为社会财产关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运作机制，而非将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释放出来，并反对

当时以希尔顿等学者为代表所主张的人口决定论。在这场论战中，尽管各异观点相互碰撞，但主要都聚

焦经济领域，侧重生产关系，对国家、法、行政等上层建筑则较为忽视。 
这一视角的缺失被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敏锐捕捉，为在变化的理论和历史环境下重构一种

合理的、可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他在批判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的基础上，将以绝对主义国家为锚点的政治置于分析的核心地位，揭示了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须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从而丰富了资本主义起源的

政治维度。然而，至于安德森的理论建构是否达成了自身关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论诉求，答

案却是否定的。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在安德森既创新了研究方法，也因局限而最终偏离了研究初

衷这一点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都集中在对安德森的有关文本进行文本解读，

对安德森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理论差异尚不够突显。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二者在有关

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中表现出的理论倾向，厘清安德森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过程中所作出的理论发

展及其存在的缺陷，进而从中明确，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应当要从根本上划定国家在社会变革中

所起作用的限度，防止在对国家重要性的强调中走向另一个极端，面临将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历史主义

的风险。 

2. 资本主义起源动力的差异 

2.1. 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在内的一切社会演化进程的考察是以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资料，即食物、住及供给衣物的活动，“一当人

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由于物质生产必然不是以个体

的，而是社会的生产的形式发生，因此物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于生产关系也

表现出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即生产力只有在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中才得以继续发展，于是生产力的发展

就展现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成为桎梏–新的生产关系的图景。因此，资本主

义作为社会形态演变的阶段之一在根本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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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由于对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暴力分离的顺利实现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在于通

过使生产者成为商人，这一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富有革命性的方式使资本家阶级作为资本的代言人登上历

史舞台，从而得以到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源源不断地造就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暴力分离。

但这一条件的实现又以单纯的商人必须同生产者的身份相结合，也就是原本处于中介地位的货币必须开

始支配生产为前提，“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

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

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2]。这种支配最初的表现

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出现。 
伴随庄园制的没落，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越来越无法适应城市商品经济的潮流，14 世纪以后，一些

较为富裕的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竞争性地租”，即土地由市场定价，以获得土地的使用和经营权，

并雇佣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其进行劳动从中压榨剩余价值。土地所有者于是脱离对生产的直接干预，

化身成为食利者，而租地农场主此时作为土地的主理人，可以依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生产的具体内容，表

现出农业生产受到市场支配的状况。在市场上获利颇丰的租地农场主随后凭借货币的实力不断压缩土地

所有者的获利空间，而土地所有者却因生产经营权的让渡而不断丧失了撕毁租约的权力，租地农场主就

是这样在对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农民的双边压榨下成为了富有的农业资本家。由此可见，一方面，租地农

场的出现本身就以农民对货币形式的经济奖励的追求为动机，以新的能有效提高耕作效率的农具，和处

于进展中的，能提供不得不使用这些农具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手的无产阶级化为前提。总而言之，是原有

的农村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式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租地农场的进一步发展则推动了农业生产

组织的资本主义化，即通过压榨剩余劳动在市场上攫取的大量货币兼并更多的土地，不断解散地主与农

奴原本的人身依附关系，并再次利用货币来推动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从而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

状态的固着，即普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论述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为根本动力，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手推磨

代表封建社会，而蒸汽磨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仍然需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当马克思在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根本动力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他所说的这种矛盾在本质上是从主体

出发的应然关系，不是生产关系在受到新的生产力冲击时会无意识地向新形式演变，而是说出于主体的

需要，生产关系应当要适合生产力，主体总会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实内在包含了历史主体的

能动性，因此社会历史的更替才会以阶级斗争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 

2.2. 安德森：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 

由上文可知，马克思言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意味着

他赋予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以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但在 19~20 世纪初，包括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斯大

林等在内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却出现了明显的赋予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以历史发展主体地位的研究倾向。

正是出于苏联体系的滥觞，也即在将生产力主体作为潜在批判对象的理论动因下，安德森才会指出马克

思没有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应当归结于结构或主体这两种不同机制作出完美且融洽的阐释，他一方面把

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又将之归结为阶级斗争。他进而说明，

“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

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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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

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3], pp. 152-153)也就是说，生产力不

具备一种内在驱动力去推动生产关系的更替，只有生产关系的内部动力，而不是生产力或者作为其物质

表现的技术等手段，才应该被视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动力。 
在取消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作为历史主体后，历史道路的考察就被安德森置于结构变动时特定的“真

实的斗争和冲突”之上，这是一种处于衰弱中的生产方式与外来的，或“残余”的生产方式进行共时性

组合的结果。吸收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形态通常包含着不同时代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的

观点，这种结构主义色彩颇为浓重的社会形态演变考察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已经初见端倪，

在安德森看来，由于世纪罗马帝国的持续压力，日耳曼的公社生产方式开始瓦解，但这种瓦解乃伴随着

公社生产方式与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这两种共同处于衰败中的生产方式的相互碰撞。“罗马的

世界从内部被日耳曼人逐渐战胜了，日耳曼人平和地渗透了几个世纪并吸收了罗马的文化，确实经常接

管了它的行政管理，……日耳曼人不是破坏或消灭罗马文化的敌人，相反，它们保存并发展了它。”[3] 
91 封臣制可能源于日耳曼的侍从制或罗马帝国的庇护制，采邑可以追溯至晚期罗马帝国教会的做法或日

耳曼人的土地分配制度，诸如此类。总之，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是否确立取决于日耳曼生产方式与古典

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否发生综合及各部分在总体中的占比多少。最均衡的综合只出现在加洛林帝国的故土

上，与此相比，西北欧由日耳曼因素占主导地位，南欧则由罗马帝国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这种封建生产

方式内部类型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同样延续至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可以

说，安德森是以马克思有关日耳曼生产方式最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这一理论倾向为蓝本，在日耳曼

生产方式的灾难性解体中详细考察了构成日耳曼生产方式诸多要素历史嬗变的细节，并指认其最终造就

了西方封建生产方式内在的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的动力。 
由于不同生产方式的共时性组合内在要求抛弃黑格尔式的单一辩证法，强调“残余”是积极能动的

现实而不仅仅是现在借以预示自身从而被扬弃的“影子”，安德森对阿尔都塞多元辩证法的吸收使他在

过程中还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写道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对产

生它的那个社会的全盘否定，而是保存了先前社会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在它的早期，尽管在质上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因而，新的社会形势是多种因素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4]从而在对不同生产方式之

间相互碰撞造就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中格外突出了历史的积极因素的传承。他认为，在历史的过渡阶段，

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脱离自身的传承因素而造就下一社会形态的来临，表现在绝对主义是封建因素与

古典古代的遗产相融合的产物，古代的市政遗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鲜明地为新的生产方式保留了空

间、罗马法无论是在加强中央王权还是在为商品经济提供稳定框架的方面都起到举重若轻的作用、支撑

整个工业时代的现代物理学等也只有在受益于古希腊雅典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等。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安德森将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动力置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形成这一结论

的直接动机来自对生产力主体地位，这一第二国际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僵化阐释

的批判。为避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因取消生产力主体地位所导致的历史无目的结果，安德森转而强

调生产方式内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应当是依赖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安德森的生产方式结构性重组动力

说下，生产力的优先地位被取消了，但主体的能动作用却仍被保持，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古代向封建主

义的过渡，抑或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及其后续发展，都必须从多重社会力量之

间的统一与对立斗争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得到说明。而对多重社会力量之间对立统一的重视直接导向了国

家自主性的问题，即因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既有寄生性，又有掠夺性的国家：安

德森视域下的绝对主义国家处处包含着封建贵族、新兴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对立和统一，而绝对主义国家

之所以能表露出推动资本原始积累的建树，也不过是出于各个社会阶级利益相互妥协导致的意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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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安德森在《系谱》序言里专门引用马克思有关自由与限制国家自由的论述，以说明人们对

国家消亡赋予的重大意义，正意味着它历史存在的重要性。换言之，对比马克思与安德森有关资本主义

起源动力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内在包含的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使

国家只是作为主体能动地要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手段而居于第二位，但在安德森那里，国家越

过了生产力发展的中介作用而直接居于社会形态更替的首要地位。 

3. 资本主义起源图式的差异 

3.1. 马克思：逻辑统一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图式 

资本主义作为历史性的社会形态之一，理应被置于总体的社会形态演进图式中加以考察。马克思对

社会形态有过多次划分，依据时间先后分别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劳动性质为依据的划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所有制形式为依据的划分、在《186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依赖关系为依

据的划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划分。四次划分因依据的不同而表现出差

异，但最鲜明的共性是突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阶段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面的前提下被不断细分为多种并列的生产方式，这种并列式划

分的依据在于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之前的一切历史都是地方史。因此，可以

总结，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从递进的层面来看被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

产主义生产方式，从并列的角度来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依据地域和民族被分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古典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表现出既有线性的递进也有

分散的并列的特点。 
当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被置于这种既有线性的递进也有分散的并列的社会形态理论下时，就表现出

逻辑的统一性与历史的多样性相统一的图景，也就是说，关于前资本主义的多种传统社会各自能否，以

及如何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尽管“从后思索”的方法

可以立足现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也就是立足于逻辑的统一性去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诸

多可能，但历史的多样不是理论的抽象可以囊括的。 
马克思在对日耳曼生产方式的论述中认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是最有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因为日耳曼生产方式下的个人对土地是实有的，共同体是个人的附属物，仅仅存在于个体的土地所有者

的相互联系中。这种对稳固共同体的缺乏很容易使其在解体中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反，对于东

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则很清晰地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定，表现出个体从属于共同

体，个体对包括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在内的财产从来都只是占有而不非所有，这种在缺乏土地私有条件下

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使手工业难以像在日耳曼生产方式中那样较为容易地独立出来。因此对于丧失个体

财产的条件，“如果不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

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5] 
在晚年回复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同样表现出对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跨越具体条件

的细致考察。面对查苏利奇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提问，马克思首先指出俄国由于存在大量具有共

产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6]: p. 574)，在有大量现代生产资料供给的条

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步入共产主义，“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

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6]: p. 590)这句话的言

下之意体现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现实俄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化危险的隐晦提示。赵家祥教授认为，相比

起理论上的跨越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化的现实警惕才是马克思在回信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7]，因为

1861 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公社因被商人和高利贷者盘剥而趋于分裂，国家也通过剥夺农民建立起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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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银行等资本主义体系。随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式微的确印证

了马克思的担忧，也就印证了他先前在说明俄国农村公社前途命运时所说的那句“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

的历史环境”([6]: p. 574)。 
倘若不从传统社会转型的多种可能，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这个更为微观的具体机制来看，

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章中对英国作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的选择恰恰也表现出马克

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问题上逻辑的统一性与历史的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以雇佣劳动形成的

历史条件为例，中世纪西欧商业资本游离在封建体系之外缓慢兴起，在王权、贵族、新兴资产阶级间塑

造出以货币为取向的财富观，受制于生产力状况，只有瓦解封建的小生产方式的基础，将大量人手集中

于私人的货币财富周围，才能实现大范围的社会性生产，并从中攫取大量货币财富。但是马克思并不认

为由此可以推导出雇佣劳动的必然出场，因为“历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等等的美妙

幻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这种迹象”。小农所有制得以瓦解的征兆首先表现在“一定的技能、

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8]作为具有独立可能的要件逸散出深受自然条件和领主政治统辖的农村生产。然

而纵观整个中世纪西欧，只有英国，由于贵族较早商业化的特点以及连带而来的对农村较轻程度的压榨，

才独一无二地具有瓦解小农所有制的优势。与此相比的同一时期其他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小农所有制

以及矗立于其上的领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都明显表现出抵抗的顽固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只有

英国才表现为雇佣劳动形成的典型形式。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诞生的视野放大至整个西欧，尽管

共同历经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

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

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9]。 
总而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在从货币

拜物教的表象批判进入对货币转化为资本何以可能的分析中抽象而出的形式逻辑，另一方面是以原始积

累现实过程为线索，对具体的历史情境的现实分析。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表现出逻辑统一

性和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在所谓的“必然性”之下实则存在极大的探索空间，诚如马克思所

言，“就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不是每个民族都有相同的才能”[10]。 

3.2. 安德森：富有差异的命定图式 

如前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考证是历史且具体的，其起源之实然在他看来是逻辑

的必然与历史的条件相统一的结果。安德森在社会形态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复杂的理论特质，但与马克

思相比，他实际上却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置于一种差异的命定历史观下。 
安德森指出二十世纪前中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相互割裂的僵化

趋势，并通过类型学的方法，构建了西欧绝对主义的理想形态来作为二者的桥梁，试图既一般，又具体

地对介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形态加以考察。对理想形态的构建反映出安德森所秉持的具有

差异性的统一观。一方面，安德森拒绝接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同质史观阐释，认为历史的演进不

是较低的生产方式通过有机的内在连续的过程被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简单的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面对在排斥了简单的进化论概念后，社会形态演变的具体机制如何表现的问题，安德森广泛

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思想。以恩格斯所指出的“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

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11]。
这一观点为出发点，安德森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之间不存在鲜明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

是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呈现出可能的错位和互补，从而打消了从单一的经济视角去呈现社会形态变化的

惯常可能。然而经由结构主义拆解的诸要素难免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突出考察社会历史多重维度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4129


周嘉诺 
 

 

DOI: 10.12677/acpp.2026.154129 17 哲学进展 
 

同时也丧失了体系化阐释社会形态演变的可能，这就需要“理想形态”作为抽象与具体的中介，构建可

供把握，即能把对这两种紧张状态的思考有效结合的理论范畴。换言之，对构造绝对主义类型学的理论

动机集中展现了安德森所秉持的差异的统一史观，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规律性阐释的前提下

力求还原真实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仅就这一动机而言，安德森显然是有意识地试图复归马克思的本

意。 
然而，安德森对绝对主义类型学的应用就结果来看，却又导向了宿命论的困境。从一方面看，类型

学的确使复调多线的历史图景得以呈现，但在对每一具体形态，例如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加以考察时总

需要以先前某种要素中存在的程度作为划分类型的依据：在建立封建主义类型学时总要以其中日耳曼生

产方式与古典古代生产方式结合的比例为依据、在建立绝对主义类型学时总要以封建主义与古典古代遗

产的利用情况为依据。这仿佛是在说，历史的分途早在古典古代的时期就被打好了烙印，其后的封建生

产方式，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只是延续原有诸要素预先划定的轨迹向前进行的结果而已；从另

一方面看，“安德森复杂性，还暗含了某种预设的标准模式，并以此分析他国的例外与不足。”([12]: p. 
39) 

首先，在东欧与西欧绝对主义理想形态的构建中，从静态上将东欧的情形视作对西欧在某种情况下

变异的产物，即东欧在生产的基础结构与西欧分道扬镳之时上层建筑却趋于一致了，从动态上将东欧从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总体历程诠释为东欧对西欧的追随历程；其次，在对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

主义过渡的分析中，安德森指出日本不经过任何政治中介就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其中

内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方面，日本不似西欧享有古典古代的永久性遗产，即由于缺乏城市自治的传统、

未实现以罗马法的复兴为直接助推的产权的无条件私有化改造、也缺乏富有批判性和理性因素的古典文

化等主要原因，无法从与西欧具有相近框架的封建主义土壤中形成绝对主义；另一方面，缺乏绝对主义

这一过渡阶段的日本却又处于一直延续的、与西欧中世纪类似的主权分散的基本格局，才能在帝国主义

冲击摧毁了抑制任何资本积累可能性的旧的政治秩序后，得以凭雷霆万钧之势重塑上层建筑，并利用西

方技术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由此可见，安德森尝试还原真实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分析工作实际上是

“先将西欧定义为封建主义的标准模型，再分析其他地区的差异。判断它们是先进或是落后、符合期望

或是怪异、平衡或是失衡，都是与法国或者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当中心地区对非中心地区发生影响时，

这些影响也就实际上消除了不同历史轨迹之间的持久差异，其独特性便只剩下内在的落后性了。”([12]: 
p. 39) 

安德森在对类型学进行应用时表现出的理论特征及其对西欧绝对主义作为标准模板的预设造成的进

一步结果是，在整个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证中，意外地对西欧政治文化成果，尤其是古典政治文化

成果赋予了过高评价，认为“西欧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以及复杂深厚的历史已经完全创造出了一个

只属于它自己的社会文化世界，这个世界伟大的最终成就就是民主制”[13]，且这一成果终将普遍化，不

再是某一地区的特权了。尽管安德森高度重视发端和过程之于现实历史的复杂性，肯定不同地区、不同

文明的社会结构不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发展的，但历史的结局在他看来“却是统一与资本主义，终结于社

会主义的目的论”([12]: p. 36)。换言之，安德森试图开拓广泛和普遍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和复杂经验环

境之间的理论空间，但差异的命定历史观最终还是扼杀了对资本主义起源进行多维探讨的更多可能。 

4. 资本主义起源外延的差异 

4.1. 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与两个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历史就是对小生产进行剥夺，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暴力分

离的历史。小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分散经营，自给自足，这些特性使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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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排斥大规模协作和生产资料的积聚。但资本将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都用商品来进行重新安排，使

以往占有或不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农奴都受到经济关系这种无声强制的绝对统治，使“以自己的劳动为基

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

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14]。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前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

私有制的否定，是私有制发展的最后一种形式。于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必定表现为伴随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的对整个私有制的消灭，即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资本积累的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崩溃，因为其不仅凭借资本的日益集中创造置自己

于死地的武器即大量生产力，也在资本的无尽控制和过剩人口的再生产中创造手握武器的无产阶级。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在二月革命后获得了统治法国的力量，却在六月起义中惨痛失败的法

国无产阶级分析指出，法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受到因广袤的小农生产方式居于主导而尚未取得统治地

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态势的掣肘。换言之，从根本上看，法国无产阶级尚不是阶级矛盾发展到最尖锐

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其必然在同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中走向成熟。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标就是获得劳动权，即“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

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5]。 
在马克思这里，消灭私有制作为人的解放根本途径在一方面延续了早年《论犹太人问题》所指出的

对资产阶级有限的政治解放的超越，指出解放的根本可能在于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哲学领域；另一方面，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深刻剖析使马克思在对资本本质的揭示中得以深入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

问题，实现对人的生存境况的真实关照。因此，只有对社会结构本身进行变革，在将生产资料由联合起

来的个人的占有和协调管理中消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导致异化的生产关系前提，才能完全摆

脱人对以货币为中介的物质关系的依赖。 

4.2. 安德森：激进政治构想及其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深刻认知是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

的根源。延续相同思路，在安德森这里，对超越资本主义现实道路的探求也表现出与资本主义起源探讨

的同源性，而他所设想的现实道路的失败，以及安德森对其进行的反思也就恰恰显示出了其资本主义起

源思想的根本局限。 
受安德森的出身及其长期所处的理论环境的影响，他对资产主义超越路径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对英

国社会的特殊上层结构的研究中。安德森指出英国的绝对主义表现出贵族强势与君主弱势的特点，这种

阶级态势使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经由光荣革命这场议会斗争的形式实现，这对造就英国资本主义的现

实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简而言之，在安德森看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上不是上升的资产阶级

对旧贵族的革命，而是一部分在圈地中逐渐趋向于资本家的新贵族对旧式土地贵族的革命。革命的结果

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但上层建筑没有改变，因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依然是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

由于英国最早的工业化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工业无产阶级，但在整个 18 世纪的工业时代，19 世纪的帝

国主义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贵族霸权体系只是被不断地强化了，这种顽固保守且从未发

生根本地位改变的上层建筑使英国无产阶级在几个世纪里没有实现任何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 
相比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即其思想“被包裹在一种古怪的、密码式的

语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佶屈聱牙，形形色色，总体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16]: p. 8)，安

德森在勘定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之后，秉持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在面对哪种革

命战略能够推翻这种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权力规范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作为其衍生的一连串问题

清单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老家兴起一场没有组织束缚的群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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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只有到那时，方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新的统一。”([16]: p. 116)由于

这种群众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在世界历史层面尚不成熟的现状下，能最大限度摆脱其因无法在

社会主义革命中扮演他相信属于他们的角色所带来无尽重复的“二元对立”后果，因而能为持久自我解

放的工人运动打下现实基础。 
然而，1968 年的五月风暴这场学生运动并未如安德森所愿地走向社会主义前景，反而在内部斗争中

涣散为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即便是遗留下来的革命传统也在随后十几二十年间消失殆尽。现实的失败

使安德森开始对自己原先寄予厚望的新社会运动进行反思。一方面，自己对五月风暴的判断出现了本质

性错误，它不仅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反而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新一轮的自

我巩固。面对资本主义的不断胜利，新左派的确应该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回到在根本上作为

“复杂生产和利润相联合的机制”的资本主义那里去；另一方面，各种新的社会运动诚然不能作为革命

的道路以终结资本主义，但它们依然有效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不可溶解，但至于对可行的社会主义策略

的更多探讨，安德森只是向大众留下了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立场。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超越路径上得出的结论根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深刻见解，在逻辑层面

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标志在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历史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于在剥

夺小生产者中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暴力分离的原始积累，并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指明扬弃资本主义

的根本路径只能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相比，安德森对资本主义超越路径的探索则

延续了他自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起就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也就是从生产方式结构性重组的过程中去挖掘

阶级和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其结果。马克思对未来资产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

设想在他生平期间并不具有实现条件，他所亲身经历的 19 世纪中旬的欧洲革命也由于社会矛盾尚未发展

到极端尖锐而只能留下无产阶级必须在不断成熟中夺取劳动权的未来宣言。而对安德森而言，19~20 世

纪的现实发展使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存在不可知论的瑕疵，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则是在 20 世纪，

即已经在俄国历经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事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的自我革新态势

使马克思所设想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不妥协的尝试。仅就现实环境的

差异而言，二者似乎不能被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讨论，但实际上，安德森所寄予厚望的新社会运动在本质

上能够与资本主义和谐共处，没有真正触及阶级不平等的根源。换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雇佣

劳动作为其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特征，那么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历史性分离的过程就依然是

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问题，进而，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路径就只能在于消灭私有制。 
综合上述分析，一方面，安德森所提出的激进政治构想表明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主义的鲜明底线；另一方面，激进政治构想的失败恰恰显现出了安德森资本主义起源思想的最根本局

限，尽管安德森在其复杂精妙的理论构建中依然坚持了经济基础在归根到底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他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内在蕴含的经济学视域的缺失，使他在资本

主义起源的问题上只是从国家的漫长演变中找寻或衍生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结论。进而也在与其共享

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超越问题上“更多地是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发的，其结果就是他不能正确认识

当时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抗议风潮，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在经济过程之外想象出了

一种革命高潮的降临”[17]。就这一层面而言，受到安德森严厉批判的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而更加接

近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对革命前景的悲观主义展望恰恰是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

直接体认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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